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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原有的大一统僵化体制下打开了缺口，先是在农村而后扩展到城市，让有创富意识、创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空间，使得中国的民营经济部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此带来了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
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带有过于粗放的弊病，随着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的衰竭，要素成本的急速上升，传统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向依靠创新红利，实现内涵发展。现实的情况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的创新障碍，如处理不好，很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源在体制机制的束缚
中国为什么没有苹果、谷歌这样的具有强大创新活力的公司，根子在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被日益强化的行政官僚体制所束缚和扼杀，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没有或至少是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使得新技术难以大量涌现或难以产业化。这种行政官僚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行政权力对于技术创新的过度干预。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没有明确，政府取代市场、企业对产业创新、技术创新进行判断、选择的倾向被强化，由此带来一系列激励扭曲行为。比如，企业不是根据市场需求、价格信号而是根据政府的政策优惠、补贴来选择技术开发活动，使得技术发展方向可能发生偏差，企业的发展不具可持续性，并且获得政府政策优惠、补贴的企业往往是国有企业，使得民营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的位置，同时由于技术创新活动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能会加重预算软约束问题。
关键要释放企业家精神
如何有效克服行政官僚体制的负面影响，首先需要将政府主导创新的环境扭转，让市场激励代替政府指令成为引领技术创新的主驱动，从而使企业家精神自由生长。政府需要明确自身的基本职能是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让市场公正有效地运转，而不是代替市场成为创新主导者。经济学家熊彼特从发展和动态的角度，论证了市场最能激发人们的创新能力，从而市场是导致创新型国家的最优制度安排。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的主动力来自企业家精神。他认为，企业家的工作就是“创造性破坏”，也就是把一种前所未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以增加资源的有效产出。这种新组合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引进新的产品；（2）引进新的技术；（3）开辟新的市场；（4）掌握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5）实现新的组织形式。
重点是塑造现代企业家
所谓一头绵羊带领的一队狮子打不过一头狮子带领的一队绵羊，企业的成功创新实践离不开企业家的卓越领导。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崛起，依赖于一大批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高度的前瞻眼光，深远的战略高度，敏捷的思维和反应能力，高超的领导艺术，及办世界一流企业气魄的现代企业家。
领导力的开发需从道、势、术三方面三管齐下：所谓“道”，就是领导企业做正确的事，紧跟国家战略和世界趋势，明确目标方向；所谓“势”，就是领导团队建立共同愿景，在目标明确后就要树势、取势和借势，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形成一致的理念和动力；所谓“术”，就是领导下属正确地做事，通过引领、指导和激励，大力提升下属的执行力，力求做到事半功倍。
总之，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只有拥有了一大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兼具“五略”（方略、战略、胆略、谋略、策略）、做到“五事”（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做成事、做大事）、当好“五家”（战略家、思想家、改革家、创新家、组织家）的卓越型现代企业家，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才有希望。
